【参考资料】

“前近代”、“亚洲出发思考”与“作为方法的中国”：沟口雄三的思想史研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言：从丸山真男到沟口雄三

关于丸山真男（1914-1996）的《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》（王中江译，三联书店，2000）的思路。

（一）朱子学：藤原惺窝和林罗山。

（二）古学：山鹿素行（1622-1685）、伊藤仁斋（1627-1705）、贝原益轩（1630-1714）及荻生徂徕（1666-1728），“公”与“私”的分化，近代性产生的基础。

（三）国学：贺茂真渊（1679-1769）、本居宣长（1730-1801）。

沟口雄三（みぞぐちこぅぞぅ，1932-）的著作：《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》（日文，东京大学出版会，1980）、《从亚洲出发思考》七册本（合编，东京大学出版会），《作为方法的中国》（日文，东京大学出版会，1989）。

三个观念：“前近代”、“亚洲”和“作为方法的中国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，“前近代”：重新命名的意义何在？

（一）山井涌（1920-？）《明清思想史研究》（东京大学出版会，1980）。其中的《明学から清学への转换》、《明末清初の思想》：

（1）目的：心学是“作圣”，经世学是“经世”，考据学是“实事求是”。

（2）内容：心学是“心的本体功夫”，经世学是“政治论”，考据学是“文献学”。

（3）方法：心学是思考、体认、践履，经世学是博学、实证和政治活动，考据学是读书。

（4）关怀：心学是自心和人格，经世学是社会政治改善，考据学是追求古典真相。

（5）领域：心学是“心—我”关系，经世学是“社会”问题，考据学是“学问”。

（6）哲学：心学是“理气浑一”，经世学和考据学都是“气”的哲学。

（二）岛田虔次（1917-2000）的《中国における近代思维の挫折》（筑摩书房，东京，1970）。

明代中叶的王阳明到李贽，是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萌芽。（1）“心”的自主性与自我心灵的凸显和个人精神的确立。因而这个时代和社会，是具有新倾向的时代和社会；（2）个人的精神或者心灵世界和外在社会的关系。（3）阳明心学，已经到了儒家的极限。

山下龙二的批评。

岛田虔次的反驳。

（三）沟口雄三的批评：

一，岛田以朱子学的“天理”为封建的规范，以“人欲”为人类的自然，这种二元对立的样式，是日本式的“近代”概念。二，从王阳明以后肯定并且包摄人欲的新的“天理”观，从东林党、到戴震，是一贯的新取向，是连续不断的，而不是断裂的，所以不能说是“挫折”。三，从王阳明到李卓吾，并不在于岛田说的是对自我与精神的确立，而是“理观”的内在转变，换句话说，就是“天理”本身富于包孕性的变化。

需要讨论的问题是——

第一，所谓“前近代”，虽然批判了“近代”的分期是依据欧洲历史，但是它是否仍然落在社会分期论的窠臼里面？ 

第二，使用“前近代”这个新的概念工具来重写明代中晚期的历史，是否容纳更多的新资料，产生更多的新脉络。

第三，这种以“近代”或者“前近代”的时代划分来讨论思想史的方法，是否只是依据江南为中心的阳明学为中心？

第四，是否可以用别的标准、别的线索来划分思想史的时代，而不必依傍政治、社会或经济史的分期？ 

所谓“前近代”理论，并没有带来更多的新历史。

                二、亚洲：为什么要这样一个历史空间单位？

竹内好（1910-1977）的《亚洲主义》：（一）“亚洲主义”的呼声渐高，与明治维新的成功有关，和日本的民族主义有关。（二）其结果之一，就是产生了日本和亚洲的“连带感”。 （三）其结果之二，就是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之类“侵略心”的起源。

冈仓天心的《东洋的理想》、《东洋的觉醒》、《日本的觉醒》、樽井藤吉的“大东亚连邦国”构想（《大东合邦论》，1893）、近卫笃磨的“同人种同盟”（《太阳》杂志，1898）。

宫崎市定《亚洲史研究第三》、矢野仁一出版的《近代支那论》、《大东亚史の构想》。

沟口等编《ァジァから思ぇる》，第一册是《交错的亚洲》，第二册是《地域的系统》，第三册是《周边的世界》，第四册是《社会与国家》，第五册是《近代化像》，第六册是《长期社会变动》，第七册是《世界像的形成》。

小路田泰直，《日本史の思想：アジア主义と日本主义の相克》（东京：柏书房，1997）。古屋哲夫，《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认识》（东京：绿荫书房，1996）。荒野泰典、石井正敏、村井章介编，《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》（东京：东京大学出版会，1992），
第一，想象一个具有共同性和同一性的亚洲，而忽略了亚洲和东亚的内在差异。

第二，忽略了东亚的历史变化。

第三，想象一个亚洲或东亚的同一性的时候，怎么解释在同一性文化中的中国、朝鲜和日本，在进入近代时的经历和路程不一样？

                    三，什么是“作为方法的中国”

沟口的焦虑实际上是：日本的中国学如何定位，日本中国学是否可以给日本提供新经验和新刺激，日本中国学怎样重新回到思想界的主流中来。他的思考分成五步：

第一，“没有中国的中国学”。

第二，“把中国古典化”，助长了日本自大的民族主义。

第三，另一种没有中国的中国学。

第四，他提出，重建中国学的关键，是把中国作为方法。

第五，建立“亚洲”论述，给日本中国学回到日本主流和进入关注视野提供了契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结语：他山之石，终究是他山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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